
 

财政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服务业增长
——基于中心城市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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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目前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比较突出，而地方财政支出不仅通过直接和间接

机制影响本地服务业增长，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地区服务业增长。文章利用中心城市层面面

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财政支出的本地服务业增长效应和对邻近城市服务业增长

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财政总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和公共交通支出对本地服务业增长都产

生正效应，而对其他城市服务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总支出和教育支出的空间溢

出效应为正，科技支出和公共交通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分地区的研究发现，从促进服务业全局发

展角度，东部城市应加大科技支出，中部城市应优先完善基础设施，西部城市应首要增加教育支出。总

之，为了实现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发展、优化布局，需要在中心城市层面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支出

政策，动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区域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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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增长乏力、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居民消费结构转型等背景下，

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就业、拉动内需和增进居民福

利都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服务业发展必须遵循产

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中心地”等区域产业布局理论，城市承担整个区域“中心地”功能，城

市等级决定着城市主导产业的定位，高等级城市的主导产业层次也比较高，因此服务业尤其是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应聚集在区域中心城市。相关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李佳洺等，2014；金春雨等，2016），而大中城市服务

业集聚的空间特征更加明显（王晶晶等，2014；张浩然，2015；于斌斌，2016）。也就是说，加快区

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是实现我国服务业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驱动力。

近年来，我国主要中心城市服务业也取得了较快发展。从1995年到2014年，全国直辖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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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拉萨除外）市辖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47%提高到59.8%，占全国服务业增

加值比重从26%提高到34.9%。但是，我国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中也凸显出三个重要问题：一是

与发达国家同期发展水平（70%以上）相比，我国中心城市（除北京外）服务业发展水平都比较

滞后。二是我国中心城市间服务业发展的差距过大，如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城市市辖

区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在7万元左右，而重庆、郑州等中西部城市仅仅3万元左右
①

。三是相同发展

水平或距离相近的中心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呈趋同性发展趋势，中心城市间服务业比较优势

和专业化分工不明显，如苏万春（2013）对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结构演变的比较分析后发现，

三个城市服务业结构演化力度很大，而且演化方向呈现趋同性；席强敏和孙瑜康（2016）通过对

北京和天津服务业增长的比较发现，京津冀经济圈内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布局在北京，但近年来

天津通过财政等政策引导服务业发展，逐步削弱了北京服务业的中心地位。这些问题不仅制约

着中心城市服务业生产效率、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的提升，还影响着全国服务业的整体发展、

空间合理布局及对其他产业的支撑作用。

我国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均衡和趋同性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制造业引致需求不

足和居民服务消费低迷等需求层面因素（沈家文和刘中伟，2013），也有因为高技能劳动者短

缺、服务业创新能力不高、地方和行业性投资壁垒较大等因素导致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刘胜和

顾乃华，2015；郝宏杰和付文林，2015）。针对服务业增长中市场驱动力的不足，鉴于财政政策具

有弥补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等职能，国内学术界大多认为应加大财政对服

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李程骅和郑琼洁，2015；夏杰长，2015；刘志彪，2016）。但有

关地方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相对薄弱，代表性研究有陈立泰和王鹏（2012），

楚明钦和刘志彪（2014），李寒娜（2014）等。这些研究虽然都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财政支出对服务

业增长的正向作用，但现有的研究有以下不足：一是侧重于财政支出对本地服务业增长效应的

研究，没有考虑到地方财政支出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服务业增长的影响；二是实证分

析大多以省级层面数据为样本，而以中心城市为对象的研究很少，由于我国省级政府总体上没

有中心城市发展服务业的紧迫性，财政支出对服务业的偏好可能不太明显，因此地方财政支出

对服务业增长效应实证分析的精准性有待提高。

伴随我国现代城镇体系发展战略的推进，中心城市间经济地缘性和基础设施连贯性增强，

通勤时间不断缩短，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流动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关联性和竞争性

在逐步加强。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我国在城市化、区域化发展中，更

多财政资金以公共项目、民生支出等形式优先投入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武汉、郑州等

区域中心城市（包括副中心城市），且中心城市间呈现愈演愈烈的财政支出竞争现象，尤其是

位置相邻或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财政支出偏好相似，本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地方财政支

出的本地服务业增长效应和对邻近城市服务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实现地方财政支出的

均衡发展、财政支出与服务业增长的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二是鉴于近年来我国中心城市财

政支出偏向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科技等民生性支出，且不同类型财政支出影响服务业增长

的作用机理存在差异，本文选取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和基础设施支出三类财政支出变量，估计

地方财政支出影响服务业增长的结构效应，有利于优化我国中心城市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

支出促进服务业增长的绩效。三是我国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带来不同区域中心城市财政

支出的规模差异和结构偏向性，比如东部城市在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投资已经非常完备，但

科技创新等方面投资还有很大空间；中部城市近年来教育投资增长加快，但基础设施投资明显

①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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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本文分地区估计地方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增长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从推动全国和

各区域服务业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为各区域中心城市制定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财

政支出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  财政支出影响服务业增长的作用机制

财政支出不仅对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禀赋和要素流动产生直接或间接影

响，也对企业经营的环境带来重要外部效应，在我国现行财税体制下，财政支出主要通过以下

四种渠道影响服务业发展：

1. 财政支出直接支持了相关服务业发展

一方面，政府具有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职能，且近年来政府在公共教育、公共文化、社会保

障、就业培训、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的公共性支出不断增长，这在直接促进教育文

化、社会保障、交通通信等服务业发展的同时，还为其他服务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奠定硬件和软件基础（陈立泰等，2012）。另一方面，政府设立财政性扶持资金，通过引导资金、

奖励资金等转移支付方式，引导、激励和支持金融、商贸、软件信息、旅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的发展（戚悦和张晓艳，2014）。

2. 制造业、价值链的衍生需求和服务业专业化发展

随着产品和服务价值链的延伸，服务业已经成为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内部和其他产业

的重要中间投入品。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以现代制造业为主要市场，另一方面由于一些生产性

服务业本身构成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所以财政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产业等部门

的投资，使得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商业等上游产业的规模扩张，催生了金融、交通、信

息、科技、房地产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陈建军和陈菁菁，2011）。楚明钦和刘志彪（2014）对制备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垂直分离问题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一些领域服务业市场化程度还不

高，一些装备制造业企业并不愿意主动把服务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而政府的优惠政策则对推

动服务业专业化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财政支出每增加1%，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分离

程度比制造业高出0.18%。

3. 创造和奠定了服务业外部发展环境与基础，促进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提升服务业技术

效率

由于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和消费的即时性、难以储存等特点，以及服务业正向高端化发

展趋势，服务业的投资供给对城市空间环境、交通通信网络、技术性人才等外部环境的依赖性

很强。夏杰长（2007）等认为投入正外部性产业（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兴服务业的财政

资金可以弥补服务业发展中的市场失灵，为其他服务业发展创造空间、交通和社会环境，奠定

硬件和软件基础。陈立泰和王鹏（2012）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服务业

就业的增长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都具有正向效应，相比中央财政支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

作用弹性更大。同时，财政对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投资，积累了服务业人力资本，激励服务业创

新发展，对提升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李寒娜（2014）的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促进了

长 三 角 经 济 圈 的 服 务 业 技 术 效 率 ， 提 升 了 服 务 业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 根 据 以 上 分 析 ， 得 到 以 下

命题：

命题1：受服务业自身特点的影响，不同功能的地方财政支出对本地服务业增长通常都产

生正向促进效应，体现在直接供给、关联效应、外部环境、专业化发展、技术效率等方面。

4. 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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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财政竞争的形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满足人们较高层次需求的公共产品的

竞争即财政支出竞争逐步受到重视（尤其是东部发达省份），这主要体现在一个地区的环境建

设、教育质量、科技投入、城市公共设施、公共卫生、投资环境、法制环境等方面（付文林，2011；

雷 艳 红 和 王 宝 恒 ，2014） ， 地 方 财 政 支 出 的 空 间 溢 出 效 应 也 受 到 学 者 的 关 注 ， 例 如 殷 德 生 等

（2014）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存在明显的跨境溢出效应，相邻地区财

政支出每增加1%，本地区财政支出增加0.64%–0.72%。因此，我们认为地方财政支出不仅影响

本地服务业增长，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其他地区服务业的增长，而这种影响效应会伴随

空间距离的远近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存在较大差异。

地方财政支出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机制为：一是竞争效应（或挤出

效应），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投资选址及人才流动都更加偏好于交通、建筑、配套服务等

现代化的城市，地方财政支出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会吸引服务业投资和人才的流入，对

邻近城市产生竞争效益或挤出效应；二是示范效应（或标杆效应），由于我国地方官员晋升中

的“政治锦标赛”体制，以及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对民生财政支出比重愈加看重，城市政府都会

向相邻的同等层级的城市模仿，以致竞相扩大财政支出尤其是公共教育等民生类支出，不断改

善公共福利，服务业要素质量、经营环境和生产效率会明显改善，推动两地区服务业同向增

长；三是外部效应，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投资，不仅促进本地服务业增长，还会通过

人口流动和商务往来，实现先进理念、经验模式和生产技术的跨境传播，从而推动邻近城市服

务业的增长。据此，得到命题2：

命题2：地方政府不同功能的财政支出具有对邻近城市服务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净效

应取决于相邻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支出的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外部效应的大小。

三、  回归模型

（一）财政支出影响服务业增长的基准面板数据模型

财政支出影响服务业增长的基准面板数据模型，首先可以考虑选择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

型，该模型除了要考虑收入增长、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等影响因素外，本文加入了刻画财政

支出的相关变量，基准模型如下：
Yit = Xitα+Zitβ+τi+ θt +εit (1)

其中，下标i代表地区，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Y代表服务业增长水平；主要解释变量X表示财政

支出变量，Z代表控制变量；τi代表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效应；θt表示全部个体随时间改变的时

间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α、β分别表示解释变量X和控制变量Z的估计系数。

进一步地，财政支出还可能通过居民收入、制造业的引致需求、对外贸易、吸引外资等中间

机制对服务业增长产生影响。本文在基准模型中纳入相关控制变量，分别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制造业专业化水平、对外开放度三类指标，从而避免财政支出回归结果的偏误，考

察财政支出通过其他因素对服务业的影响。

（二）空间面板数据计量回归模型的构建

为了实证分析地方财政支出总额和结构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本文在

模型（1）基础上构建了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该模型利用空间权重矩阵来反映地方财政支出

及其他因素影响服务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准确识别地方财政支出通过空间溢出效应

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关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Anselin等提出了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

差模型（SEM）。随后，James和Kelly将SLM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空间杜宾模型（SDM），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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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又包含了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基于此，本文在空间视阈下，同

时考虑空间依存度与空间异质性，构造一般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Y = ρWY +Xβ+WXγ+τi+ θt+µit

µit = λWµit +εit
(2)

其中，W表示非负的N×N空间权重矩阵，反映空间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WY表示本地区服

务业与其他地区服务业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和关联程度，ρ是这种相互依赖程度和关联程度的反

映参数；WX为本地财政支出与其他地区财政支出的外生交互作用，γ表示外生交互作用的反映

参数。对方程（2）进行适当约束，可简化为三类不同的模型。当λ=0时，简化为空间杜宾模型；当

γ=0，λ=0时 ， 简 化 为 空 间 自 回 归 模 型 或 空 间 滞 后 模 型 ； 当γ=0，ρ=0时 ， 简 化 为 空 间 误 差 模 型 。

Elhorst（2010）研究表明，如果LM检验拒绝了OLS模型，既存在空间滞后又存在空间误差，这时

应该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

关于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Lesage和Pace（2009）指出，由于变量间的空间相

关性问题，需要将财政支出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服务业增长水平）的影响进行分解，通

常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部分。参考戈艳霞（2015）的处理方法，本文以空间杜宾模型为

例，首先合并式（2）中被解释变量Y，得到式（3）：

Y = (I−ρW)−1 (Xβ+WXγ+τi+ θt+µit) (3)
I为N×1单位矩阵，将空间里昂惕夫逆矩阵展开，得到式（4）：

(I−ρW)−1 = I+ρW +ρ2W2+ · · · (4)
这里第一项反映直接效应，其他几项反映间接效应。再对被解释变量Yi分别求解释变量

Xir和Xjr的一阶偏导数，得式（5）：
∂Yi

∂Xir
= S r(W)ii,

∂Yi

∂X jr
= S r(W)i j (5)

Sr(W) = (IN−ρW)−1(INβr−ωrW)其中，矩阵 ，βr表示第r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而ωr表示

第r个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

因此，财政支出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可以分成三种效应：一

是直接效应，考察服务业增长受本地区某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即矩阵Sr（W）主对角线上的元

素；二是间接效应（或空间外溢效应），分析服务业增长受相邻空间单元对应解释变量的影响

程度，对应矩阵Sr（W）非主对角线上的元素；三是总效应，分析服务业增长受全部地区某解释

变量的总影响程度。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将分别估计服务业增长受本地区、其他城市和全国所

有城市解释变量的影响，分别记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三）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

W ′i j

由于本地财政支出对其他城市服务业增长的空间影响同时受到距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

响，一方面，财政竞争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大而减弱；另一方面，两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接

近，财政支出间的竞争越明显。因此本文的空间权重矩阵综合选择距离权重和经济权重，距离

权重方面选择中心城市间直线距离的倒数矩阵，即Wij表示 i城市和j城市之间直线距离的倒数，

W为斜对角元素为零的对角矩阵，且进行了行和为1的正规化处理
①

；经济权重选择人均GDP差

距的倒数矩阵， 表示i城市和j城市人均GDP之差绝对值的倒数，W为斜对角元素为零的对角

矩阵，且进行了行和为1的正规化处理。总权重矩阵的计算公式为：
W = κWi j+ (1− κ)W ′i j (6)

其中κ和（1–κ）分别为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的系数。

①参考项歌德（2013）的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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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变量和数据

为加快区域化和城镇化发展，我国2010年、2014年和2015年分别制定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一带一路路线图”，这三个规划明确了我国各类区域的中心城

市或副中心城市，因此本文优选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西安、成都等30个主要中心城

市1995–2013年的数据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①

。这些中心城市承担着所在区域“中心地”功能，经

济发展水平位于所在区域前列，并具有交通、通信、金融、外贸和政策等优势，服务业发展基础

也相对较好，现代服务业应当成长为这些城市的主导产业。

被解释变量方面，学者们通常采用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或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两类指标，由

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指标受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波动性的影响较大，一些制造业比重高

的城市其服务业占比可能偏低，但其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可能并不低（如天津、广州、杭州等城

市），所以本文认为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比服务业占比更能反映中心城市服务业竞争力，也能够

比较客观地反映服务业年度增长水平。同时，受城市集聚效应影响，服务业一般集中在城市中

心区域，所以本文选取中心城市市辖区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作为服务业增长水平的衡量指标，即

服务业增加值。

本文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是城市财政支出，由于城市财政支出一般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国防和安全支出、科教文卫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农林水事务、城乡社区支出、工业商业金

融支出、环保支出等项目，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的用途、对象、作用方式等都存在很大差别，其对

服务业的增长效应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财政支出变量需要区别财政支出内部结构的影响。

由于服务具有难以储存、不易分割、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特征（夏杰长，2010），同时伴随信息

技术、互联网、运输技术等中性技术进步明显加快，服务业生产效率甚至零售、餐饮住宿等传

统服务业生产效率也明显提升，所以结合第二部分的作用机制分析，本文认为影响服务业投资

和劳动力流动的最直接因素是城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科技等软环境。因此本文

选取一个总量指标（财政总支出）和三个结构性指标（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和公共交通支出）作

为衡量中心城市财政支出的主要指标，同时为了消除城市规模的影响，四个指标都采用人均水平。

其中，财政总支出=年度财政支出/年末总人口，科技支出=年度科学技术支出/年末总人口，教

育支出=年度教育支出/年末总人口。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存量性、阶段性等特征，每年

的波动性比较大，有重大投资项目的年份，基础设施的投资额比较大，相反投资额则比较小，

所以年度财政交通运输投资不能反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实际偏好，因此本文选取结果性

指标来反映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偏好，即公共交通支出=万人拥有公共汽车（电车）

数量。

这四个变量的统计口径都是市辖区范围，且财政总支出、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都采用实际

值，即运用物价指数进行了平减，所有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所在城市的统

计年鉴。本文采用σ-收敛方法的分析表明（项歌德，2013），中心城市在科技、教育和公共交通等

领域的财政支出呈现出稳定的收敛趋势，这对缩小中西部城市在科技、教育、公共交通及经济

发展上的差距，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区域协调发展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制造业引致需求、对外开放度等因素，具体代理变

量分别选择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制造业专业化水平、外贸依存度和利用外资依存度
②

，

所有指标、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①这30个中心城市为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长春、哈尔滨、太原、呼和浩特、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南昌、上海、南

京、杭州、广州、海口、福州、南宁、西安、西宁、重庆、成都、乌鲁木齐、兰州、银川、贵阳、昆明。

②由于市辖区服务业的消费市场很大一部分位于郊县，所以控制变量采用全市范围统计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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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为 了 判 断 服 务 业 增 长 水 平 、 财 政 支 出 等 变 量 自 身 在 空 间 上 的 相 关 性 ， 本 文 首 先 采 用

Moran’s I指数进行了主要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检验，Moran’s I指数值位于[–1，1]之间，大于0表

示存在空间正相关，小于0则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指数绝对值越大，表明空间相关程度越高。

本文对服务业增长水平和财政支出变量进行了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见图1。

由图1，五个变量的Moran’s I指数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中心城市服务业增

长水平与财政支出指标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1）服务业增加值的Moran’s I指

数为正，说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城市，其资源条件、居民收入水平、经济发

展模式甚至社会文化都比较相似，城市间服务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模式也都趋同化（苏万春，

2013），服务业增加值的变动也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2）财政总支出、科研支出和教育支出的

Moran’s I指数均为正，变化趋势稳定，且系数值较大，说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城

市在财政支出尤其是科技、教育支出方面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城市间竞争效应和示范效

应的影响下，相互博弈的均衡是采取与邻近城市相类似的支出策略（付文林，2011）。（3）公共交

通支出（即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的Moran’s I指数为负，且系数的绝对值较小，说明地理位置

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城市间公共交通投资存在一定的空间负相关关系，这一方面可能由于

表 1    指标、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定义（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服务业增加值 Service Ln（市辖区年度服务业增加值/市辖区年末总人口）（元） 570 9.38 0.74

财政总支出 GP Ln（市辖区年度财政总支出/市辖区年末总人口）（元） 570 7.66 0.90

科技支出 RD Ln（市辖区年度科学技术支出/市辖区年末总人口）（元） 570 2.85 1.70

教育支出 EDU Ln（市辖区年度教育支出/市辖区年末总人口）（元） 570 5.61 0.98

公共交通支出 BUS 市辖区年末万人拥有公共汽车（电车）数量（辆） 570 10.72 4.5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INCOME Ln（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市）（元） 570 8.96 0.51

制造业专业化水平 INDUR 全市年度工业增加值/全市年度工业总产值 570 0.34 0.12

外贸依存度 TRADE 全市年度进出口总额/全市年度GDP 570 0.47 0.42

利用外资依存度 FDI 全市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额/全市年度GDP 570 0.06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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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被解释变量和关键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Moran’s I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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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决策跨年度性、建设的长期性、发挥效益的滞后性等特征，城市间即使

存在基础设施投资的标尺竞争效应，但在建设工程竣工运营之前这种竞争效应并不能完全显

现出来；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饱和性特征，一些发达城市的交通设施已经比较完

善，而相邻的城市可能还正在建设，所以会出现负相关关系，这一点也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达城市间基础建设投资的标尺竞争会逐步让位于教育科研支出等软实力的竞争。

上述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心城市财政支出竞争与服务业增长在空间上均表

现出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并且随时间发展，服务业增长、财政总支出、科技和教育支出之间

的溢出效应在增强，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在减弱。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1995–2013年我国30个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式（3）分别

进行SLM、SEM和SDM模型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并基于SDM模型对财政支出影响服务业增长

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进行了估计，结果见表3。在考虑了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以

后，SDM模型与SLM模型和SEM模型的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空间滞后项系数表现的是解释

表 2    财政支出影响服务业增长的基准回归模型
①

变 量
模型（SLM） 模型（SEM） 模型（SDM）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GP 0.25*** 7.83 0.23*** 7.24 0.17*** 59.28

RD 0.02** 2.01 0.03** 2.59 0.06 1.30

EDU –0.07* –1.94 –0.04 –1.34 0.02 1.14

BUS 0.02*** 7.05 0.02*** 7.36 0.02 0.42

INCOME 1.44*** 11.44 1.66*** 18.90 1.94*** 124.45
INDUR 0.01 0.09 0.02 0.30 –0.04 –0.48

TRADE –1.34*** –4.56*** –1.50*** –5.14 –0.49*** –4.95

FDI 0.51*** 5.50 0.51*** 7.15 0.29*** 6.94
W×GP 0.02 0.16

W×RD –0.05 –0.51

W×EDU 0.05** 2.07
W×BUS –0.06 –0.64

W×INCOME –0.62*** –91.19
W×INDUR 0.13 0.91

W×TRADE 0.74*** 3.61
W×FDI –0.19 –0.37

调整的R2 0.94 0.94 0.90
Log（L） 274.583 3 283.338 0 238.743 2

LM 4.35*** 21.88***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570 570 570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①在估计过程中，本文分别取κ=0.1、0.2、0.3、0.4、0.5对模型进行了估计，从估计结果来看，κ=0.5时，模型估计结果最优，所以

本文最终选择κ=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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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空间相关性程度，也可以理解为其他城市对本城市服务业增长的加权影响，综合来看，

SDM模型是本模型的最优实证模型和分析模型。此外，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采取控制

时间和地区特殊因素的双固定效应模型。

1. 财政总支出对本地服务业增长产生正效应，对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在SLM和

SEM模型中，GP系数为正，且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而在SDM模型中，GP的系数也

显著为正，但系数值略有下降，其空间滞后项W×GP的系数值为正，但不显著。GP对服务业增长

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系数都为正，但间接效应不显著。这说明，在综合考虑了所有

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增加财政总支出对本地服务业确实产生较大的正向效应，这与陈

立泰和王鹏（2012）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即财政支出通过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的衍生作用，创

造和奠定了服务业外部发展环境与基础，提升服务业劳动力禀赋和技术效率等机制促进了服

务业增长。但这一实际影响效应低于预期，原因是一方面要看财政支出结构是否优化，财政支

出效益是否提高，如果增加财政支出用于行政费用或其他方面，或者资金使用的经济社会效益

低下，这对本地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就会削弱；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包括的项目很多，不同

项目对其他城市服务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财政总支出对其他城市服

务业的影响不太显著。

2. 科研支出对本地服务业产生一定正向效应，但对其他城市的溢出效应为负。在SLM和

SEM模型中，RD的系数为正，且都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而在SDM模型中，RD的系数

虽然为正，但显著性降低，这可以从其空间滞后项找到原因，因为W×RD的系数不显著，但系数

值为负，且RD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为负，总效应值下降。这说明，一方面，技术进步

提高了服务业的技术效率，科研支出对本地服务业的促进效应为正（李寒娜，2014）；另一方面，

由于研发创新环境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投资选址的重要因素，科研支出多、创新环境好的城市

会对其他城市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产生一定挤出效应（或竞争效应），导致科研支出的空间溢出

效应为负。

3. 教育支出对本地和其他城市服务业增长都产生一定的正向效应。在SLM和SEM模型中，

EDU的系数为负，且都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而在SDM模型中，EDU及其空间滞后项

W×EDU的系数均为正，前者不太显著。同时，EDU对服务业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

应虽然不显著，但系数值均为正。这说明，教育支出的增加，增强了国民素质，提高了劳动者技

能，拉动了服务消费（王晶晶等，2014），并通过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示范效应和正外部效应促

表 3    财政支出影响服务业增长的效应分解：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变 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GP 0.17*** 3.73 0.09 0.65 0.26* 1.77

RD 0.06*** 3.90 –0.05 –1.43 0.01 0.44
EDU 0.02 0.44 0.07 0.63 0.10 0.75

BUS 0.02*** 6.18 –0.07*** –5.42 –0.06*** –3.72

INCOME 1.95*** 66.62 –0.14 –0.73 1.81*** 9.37
INDUR –0.03 –0.08 0.15 0.58 0.13 0.45

TRADE –0.46* –1.92 0.81 1.17 0.35 0.48

FDI 0.70*** 5.77 –0.01 –0.02 0.69 1.34
观测值 570 570 570

第 4 期 财政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服务业增长 87



进了整个区域服务业的增长，但由于财政性教育支出主要投资于公共教育领域，教育支出促进

人力资本积累及经济增长的效应存在多期滞后性特征（张建清和张燕华，2014），所以教育支出

对本地和其他地区服务业增长的效应都为正，但所体现出来的实际效应不大，或者说实际效应

的显现具有滞后性。

4. 公共交通支出对本地服务业产生较小的正向效应，但对其他城市服务业的溢出效应为

负。在SLM和SEM模型中，BUS的系数为正，且都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而在SDM模型

中 ，BUS的 系 数 显 著 性 大 大 降 低 ， 这 也 可 以 从 其 空 间 滞 后 项 找 到 原 因 ， 因 为 空 间 滞 后 项

W×BUS的系数为负，且BUS对服务业增长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负。这

说明，一个城市增加公共交通支出的行为，可能会引起其他城市的策略模仿（示范效应）（伍文

中，2010；张光南等，2014），双方都希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争夺服务业资源，但实际上这种非

合作“囚徒困境”博弈会对博弈双方服务业发展均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基础设施投资对本地服

务业增长的实际效应可能会远远低于预期。此外，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趋向饱和时，基础设施

投资的边际服务业增长效应也会越来越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标尺竞争效应”可能对提升

地方政府政绩有帮助，但不一定会有效增进服务业增长绩效。

5. 控制变量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INCOME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从中心城

市层面验证了Rothbarth（1941）、沈家文和刘中伟（2013）的结论，随着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提

高，家庭需求更加偏好于收入弹性更高的服务，从而拉动服务业增长。INDUR的系数为负，且

不显著，与刘纯彬和杨仁发（2013）的结论相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大城市制造业集聚特征以多

样化为主，专业化程度不高，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程度较低。SDM模型中，TRADE的系

数显著为负，且直接效应为负，这与胡宗彪（2014）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很多城市外

贸结构还是以初级产品或加工制造品为主，通过出口导向型战略带动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有限，

反而可能不利于服务业发展；W×TRADE的系数及间接效应、总效应为正，说明对外贸易客观

上扩大了城市的开放度，也有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对整个区域服务业的发展都有促

进作用（王佃凯，2011）。FDI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其空间滞后项W×FDI系数不显著，说明吸引外

资通过弥补我国服务业投资资金的不足、提高服务业技术效率、创造服务业就业机会等方面对

本地服务业发展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周文博等，2013）。

（三）按区域分组的考察

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同区域中心城市的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存在较

大差异，城市间的竞合关系也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本文依据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把30个中

心城市分为东部城市、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
①

，分别进行了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而从促进整个区域

服务业协调发展的角度，本文分地区的实证分析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发现。

1. 东部城市增加财政总支出和科技支出有利于整个区域服务业增长。东部地区GP、RD和

BUS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而空间滞后项W×GP、W×RD的系数值也都为正，且W×GP非常显著，

W×BUS的系数也显著，但方向为负，说明东部城市增加财政总支出和科技支出对本地和其他

地区服务业发展都有积极影响，而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行为会带来城市建设竞赛，而产生

一定负面效应，并不是最优的竞争策略。EDU及其空间滞后项W×EDU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

①东部城市主要包含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广州、海口12个城市；中部城市包括郑

州、太原、济南、合肥、南昌、武汉、长沙、呼和浩特8个城市，西部城市包括西安、重庆、成都、兰州、贵阳、昆明、南宁、西宁、乌鲁木

齐、银川10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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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投资也存在饱和性，由于东部城市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多年的累计固

定资产投资已经非常高，教育体系已相当完备，此时单纯增加教育投资规模的方式，有可能降

低教育资金的边际效益，对服务业增长的效应并不明显，由此发达城市继续大幅提高教育支出

规模并不可取，教育领域投资重点应该从固定资产投资向人员经费倾斜，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

率，最大程度地支持全社会创新创业发展。

2. 中部城市应优先增加公共交通支出。中部城市GP、RD和BUS的系数值都为正，但RD的系

数不显著；空间滞后项W×GP和W×RD的系数值均为负，但W×RD的系数不显著，W×BUS的系数

虽然也不显著，但方向为正。这说明中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增加公共交通（基础设

施）支出，改善城市硬件环境对促进服务业发展有显著作用，同时也不会对其他城市产生负面

效应；财政总支出虽然会对其他城市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其总效应为正，所以中部城市财政总

支出的增长能够促进服务业增长，但增加财政支出规模的前提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

支出效益，最大限度地促进服务业发展。由于中部城市目前在科研机构、科研平台等方面的现

有条件还比较薄弱，盲目增加科研投资，对本地和其他城市服务业增长都没有积极影响，所有

中部城市之间应避开科技支出竞争，科技工作的重点首先是要逐步培育和完善科技创新平台。

中部城市EDU的系数也显著为负，但其空间滞后项W×EDU的系数方向为正，说明中部城市教

育支出增长对其他城市有一定的正外部效应，在优化教育支出内部结构的前提下，也可以适当

增加教育支出规模。

3. 西部城市亟须加大教育支出。西部城市EDU、GP、RD和BUS的系数值都为正，其中BUS的

表 4    财政支出影响服务业增长的效应分析：分区域的估计结果

变 量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GP 0.30*** 5.17 0.35*** 6.60 0.03 0.36

RD 0.07*** 3.04 –0.02 –0.96 0.06 1.79

EDU –0.13** –2.05 –0.11** –2.16 0.01 0.12

BUS 0.01*** 3.63 0.03*** 6.16 0.01* 1.84

INCOME 1.91*** 10.34 2.54*** 11.65 2.77*** 9.23

INDUR 0.23* 1.78 0.26** 2.17 –0.13 –0.75

TRADE –0.30 –1.03 –0.65*** –7.79 –0.12 –0.58

FDI 0.34*** 2.73 –1.37** –3.06 –0.08 –0.10

W×GP 0.65*** 4.74 –0.17** –2.33 –0.13 –0.73
W×RD 0.01 0.41 –0.02 –1.03 –0.06 –0.13

W×EDU –051*** –4.37 0.06 0.79 0.32* 1.68

W×BUS –0.05*** –5.27 0.004 0.66 –0.05*** –3.72

W×INCOME –0.86*** –2.71 –0.68** –2.29 –1.18 –0.44

W×INDUR –0.28 –0.95 –0.30* –1.93 0.74* 1.94

W×TRADE –1.85 –3.86 0.28** 2.25 –0.66* –1.91

W×FDI –0.22 –0.58 0.27* 1.81 5.11** 2.48

调整的R2 0.94 0.96 0.89
Log（L） 177.204 2 136.620 8 84.328 7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88 152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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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较强；空间滞后项方面，W×EDU的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值也比较高，而W×GP、W×RD和

W×BUS的系数方向均为负，所以鉴于西部城市公共教育事业还比较落后，政府需要首先加大

教育支出，并通过教育支出的正外部效应、示范效应提升整个区域教育水平，积累服务业人力

资本，提高服务消费能力，带动服务业发展；同时，逐步增加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支出和科技

支出，推动服务业科学发展，不断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必须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不能让所有地区都重

点发展服务业，而应该主要支持中心城市服务业大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区域产业升级。本文利

用1995–2013年中国30个中心城市的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心城市财政支出的

本地服务业增长效应和对邻近城市服务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心城市服务业增

长水平、主要财政支出变量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财政总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和公

共交通支出对本地服务业增长都产生正效应，而对其他城市服务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

显著差异，财政总支出和教育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科技支出和公共交通支出的空间溢出

效应为负。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对东部、中部、西部服务业增长发挥正向作用的财政支出项

目分别是科技支出、基础设施支出和教育支出，因此从全国服务业的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

角度，东部城市应重视科技支出投入，中部城市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西部城市亟须增加教

育支出。

根据本文的发现，主要政策启示包括：

（1）财政支出是支持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有效手段。首先，服务业对高技术劳动者的需

求越来越多，而财政教育支出对提升劳动者素质，增进劳动者技术禀赋具有基础性、公益性作

用；其次，当前我国服务业前沿性设备投入较少，创新能力不足，而财政科技支出对增加服务

业前沿性设备投资，激励服务企业研发和创新，提升服务业技术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最

后，财政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改善城市交通通信条件，优化商务和消费环境，促使服务的供给

更加经济化和便利化，促进服务跨区域消费，扩大服务企业消费市场，实现服务业集聚发展，

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效益。

（2）中心城市要动态优化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支出政策。伴随“营改增”政策的全面实

施，城市服务业税收制度逐渐趋于合理，服务业对中心城市财政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财政支

出政策也需要向服务业倾斜。考虑到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每个中心城市都

要从服务业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动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当前西部城市应加大教育支出，中

部城市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东部发达城市应加大科研支出；从长期来看，财政对基础设

施等硬件投资要让位于对科技创新等软实力的投资。

（3）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区域财政政策协调机制。一方面，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

政府拥有财政预算的决策权，但无序的财政支出竞争会对服务业发展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导致

服务业重复投资和发展滞后并存等问题，为此，需要建立区域协调机制，统筹中心城市之间以

及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间财政支出政策，避免财政资金的浪费和负面效应，在区域内实现财政

资金的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区域差距等原因，一些中心城市的财力不足，尤

其是西部落后城市的财政资金缺口较大，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很难实现，需要完善中央和地

方间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城市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的转移支付，实现教育、基础设

施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为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营造平等、良好、可持续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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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Expenditure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Services
Growth: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Durbin Model Based

on Central City Data

Hao Hongjie1,2

( 1.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Social Develop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Henan Zhengzhou 450002, China )

Abstract:   Nowadays the problems of backwar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cities’ services are

very outstanding in China.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s have not only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the local services growth, but also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neighbor cities’ services growth.

Using the panel data at central city level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s on local services growth and its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neighbor cities’ services growth.  It  arrives at the results  as follows:  firstly,  total  fiscal

expenditures, education expenditures, science & technology expenditures, and public transport

expenditur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local services growth, but their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services growth in other citi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namely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otal

fiscal expenditures and education expenditures are positive and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echnology expenditures  and public  transport  expenditures  are  negative;  secondly,  through

regional analysis, from a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rvices, the

eastern cities need to increa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s, the central cities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the infrastructure  expenditure,  and the western cities  should increase  education

spending first. In shor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optimizing layout of

service industries in China, governments of central cities need to improv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policy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dynamically  optimiz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and the regional fiscal policy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Key words:  fiscal expenditure；fiscal competition；services growth；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spatial Durb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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